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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试点政策执行中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基

于长江中游区域的多案例比较

刘丽颖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连，116062；

摘要：固体废物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我国固废年生产量超 100 亿吨，“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需求与区域环境承载力矛盾突出。2019 年国家推行“无废城市”试点，核心是构建多元协同

治理体系，破解传统治理困境。长江中游武汉、株洲、宜春三市因产业与城乡特征差异，成为典型试点样本。

本研究发现，三市分别形成“层级统筹型”“产业聚焦型”“城乡联动型”协同模式，同时面临主体权责模糊、

信息壁垒、公众参与不足等共性障碍及个性问题。据此从消解共性障碍、优化差异化模式等四方面提出优化路

径，为同类型城市提供借鉴，服务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国家“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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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

固体废物治理直接关系到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2019年国家推行“无废城市”试点，2022年拓展范围，

核心是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元

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传统治理条块分割、主体离散困境

[1]。当前建设面临跨域性、主体利益冲突、资源碎片化

三重挑战。长江中游武汉、株洲、宜春三市，因产业结

构与城乡特征差异，成为典型样本。本研究聚焦三市试

点，探究协同模式差异、障碍及优化机制，兼具理论与

实践价值，助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双碳”目标实

现。

1试点政策协同治理现状

1.1武汉：层级统筹与跨域联动

武汉构建“市级政府 — 区级部门 — 龙头企业”

多元网络，呈“政府主导、企业主力、社会边缘”特征。

市级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专项工作组，以季度推进会

统筹资源；区级承接任务并结合区域产业开展专项治理；

龙头企业在工业、建筑固废处理中起关键作用，社会组

织与公众仅参与基础宣传。试点后固废治理关键指标提

升，跨市危险废物处置占比提高，但存在层级多致决策

周期长、跨区成本分摊争议、中小企业参与门槛高等问

题[2]。

1.2株洲：产业聚焦与技术驱动

株洲形成“工业园区 — 企业联盟 — 科研机构”

产业导向型网络，政府退居监管位。工业园区为协同枢

纽，收集需求、整合资源，部分设专项服务站；企业联

盟由龙头企业牵头，吸纳产业链企业与科研机构，制定

共享、分摊及分配规则；科研机构围绕企业需求研发技

术、提供检测服务。试点后工业固废产生量降、资源化

率升，联盟内企业处置成本减，但中小企业参与度低、

联盟资源倾斜龙头、信息平台覆盖有限。

1.3宜春：城乡联动与场景适配

宜春针对农旅融合固废治理特点，搭建“县级政府

— 乡镇 — 村委会 — 农业主体” 城乡协同网络，农

户与农业主体为核心。县级由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

组专项工作组，明确指标、统筹补贴；乡镇设专项办公

室，负责宣传与协调；村委会定积分制，组织垃圾收集

并推动秸秆堆肥等；秸秆回收合作社、农业企业承担固

废资源化处置与产品供应。试点后农村固废治理与景区

环境管理成效显著，但农忙时农户参与率降、基层换届

致收运停滞、秸秆产品价波动使合作社停摆，抗风险能

力弱。

2协同治理机制比较与障碍分析

2.1协同模式差异

从主体结构看，突出政府纵向统筹与龙头企业横向

联动，社会组织仅参与公众宣传，角色较边缘；株洲依

托产业垂直协同整合处置需求与技术资源，政府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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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与补贴；宜春则，侧重基层横向协同，农户直接参

与治理，主体覆盖最广但集中度较低。

在运行流程上，武汉遵循“市级定目标-区级分任

务-企业执行-多部门验收”的层级流程，规范但决策周

期长（约 3个月）；株洲采用“园区收需求-联盟定方

案-科研做支撑-园区验效果”的产业流程，响应快速（约

1个月）；宜春实行“县级下指标-乡镇动员-村委会组

织-农户落实”的城乡流程，灵活性高但标准化不足。

保障方式层面，武汉以“制度规范+财政补贴”为

主，明确部门权责并投入专项资金，却缺乏中小企业激

励；株洲依赖“联盟自治+技术支撑”，通过行业规范

与研发中心降本增效，资金多向核心企业倾斜；宜春则

靠“考核激励+小额补贴”推动，将任务纳入乡镇考核

并实行农户积分兑换，长效资金机制缺失。

表 1 三地协同模式差异

武汉 株洲 宜春

主体结构 市级政府-区级部门-龙头企业 工业园区-企业联盟-科研机构 县级政府-乡镇-村委会-农业主体

运行流程
市级定目标-区级分任务-企业

执行-多部门验收

园区收需求-联盟定方案-科研做支撑-园
区验效果

县级下指标-乡镇动员-村委会组织-农户落实

保障方式 制度规范+财政补贴 联盟自治+技术支撑 考核激励+小额补贴

2.2共性协同障碍

2.2.1主体权责边界模糊，利益协调机制缺失

三地均未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清晰权责框架，政府部

门间存在“条块交叉”、政府与企业间存在“责任模糊”、

政府与社会主体间存在“权责真空”，导致协同中“多

头管理”与“无人负责”并存[3]。更核心的是，利益协

调机制缺乏系统性设计：未建立基于固废治理成本与收

益的量化分配规则，未形成跨主体、跨区域的利益补偿

与平衡方案，使得协同各方因利益诉求差异陷入“非合

作博弈”，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2.2.2信息共享平台功能不足，数据壁垒未打破

三地虽建有信息平台，但偏离“协同赋能”本质，

仅为“数据存储工具”而非“决策支撑载体”，具体体

现在三方面：数据标准不统一，各主体固废分类、计量、

统计标准有差异，数据难跨主体互通；平台功能单一，

仅能基础信息发布与数据录入，缺数据分析、需求匹配、

风险预警等进阶功能，无法精准支撑协同决策；数据治

理机制缺失，未明确数据更新频率、质量管控、共享权

限等规则，导致数据时效性差、准确性存疑、共享范围

窄，形成“数据孤岛”，制约协同治理精准性与效率。

2.2.3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协同基础薄弱

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城市均存在“政府主导过度、

社会参与不足” 的失衡格局，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存在

深层缺陷：从参与渠道看，公众与社会组织多限于“被

动响应”，缺乏 “主动介入”的制度化路径；从参与

能力看，未建立针对公众的固废治理知识普及体系，也

未形成对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培育机制，导致社会主体

因“信息不对称”与“能力不足”难以有效参与协同；

从参与激励看，缺乏稳定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公众参与

无明确权益回报，社会组织参与依赖政府项目资助，自

主性与可持续性差，最终导致协同治理失去社会层面的

支撑，难以形成多元共治的良性生态。

2.3个性障碍

2.3.1武汉：层级过多导致协同效率损耗

武汉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其 “层级统筹型” 模式

的个性障碍本质是垂直府际权责配置失衡与跨区域利

益协调机制缺位的叠加：多层级传导不仅拉长决策周期，

更因市级对资源调配与目标设定的过度掌控，压缩了区

级根据区域产业实际调整治理策略的自主权，导致政策

落地时易出现“一刀切” 式偏差；而跨市固废协同因

缺乏统一的成本分摊标准与收益补偿规则，使得区域间

利益诉求难以平衡，协同合作停留在 “零星试点” 层

面，无法形成常态化联动。

2.3.2株洲：中小企业协同参与度不足

株洲作为重工业城市，其“产业聚焦型”模式的核

心问题是产业协同中“核心-边缘”资源依赖失衡：龙

头企业凭核心技术、产业链话语权及政策资源掌控联盟

主导权，中小企业因缺技术研发能力与资金，难承技术

改造成本，也无法与龙头等价交换资源，致联盟内资源

分配呈“马太效应”。此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激励机

制脱离实际，现有补贴、税收减免政策门槛多为“高投

入、高产出”，未考虑其“小批量、分散化”固废处置

需求，加剧参与困境，使产业协同局限于“龙头圈层”，

难覆盖全产业链固废治理[4]。

2.3.3宜春：农村协同治理稳定性差

宜春作为农旅融合城市，其“城乡联动型”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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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是基层协同资源供给机制脆弱、抗风险能力不

足：农村固废治理高度依赖农户劳动与合作社处置能力，

但现有机制无外部变量缓冲体系，直接拉低参与率；基

层队伍因换届流动，缺乏协同流程交接与经验传承机制，

前期农户动员、资源对接渠道随人员更替断裂；合作社

面对秸秆资源化产品市价波动，无风险补偿，收益低于

成本时易停摆，暴露农村协同治理“重短期动员、轻长

效保障”缺陷，难抵御季节、人员、市场等变量冲击。

3优化路径

3.1共性障碍系统性消解，筑牢协同治理根基

针对三地共同面临的主体权责边界模糊、信息共享

效能不足、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薄弱等核心问题，从制

度设计、技术升级与能力建设维度形成整体性解决方案

[5]。通过明确多元主体在固体废物产生、转移、处置、

利用全链条的权责清单，建立分级分类的利益协调机制，

化解权责交叉与利益失衡问题；优化信息共享平台功能，

统一数据标准、更新频率与覆盖范围，打破部门与区域

间的数据壁垒，提升协同决策效率；完善公众参与渠道

与激励机制，强化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培育，夯实协同治

理的社会基础，扭转“政府单打独斗”的治理局面。

3.2差异化模式精准优化，适配城市治理特征

结合三地产业与城乡特点调整协同模式：武汉针对

“层级统筹型”，精简行政层级、扩大区级自主权，强

化跨市联动与中小企业参与保障，破解层级冗余与跨区

协同不足；株洲围绕 “产业聚焦型”，降中小企业参

与门槛，建龙头与中小企业技术共享、利益分配机制，

补中小企业协同缺位短板；宜春针对 “城乡联动型”，

建应对季节波动、基层流动、市场风险的保障机制，增

强农村固废治理持续性，实现模式与治理需求精准匹配

[6]。

3.3区域协同机制强化，构建整体治理格局

突破行政区域限制，立足长江中游区域固废治理的

跨域性与关联性特征，构建区域一体化协同治理体系[7]。

建立由鄂赣湘三省相关部门牵头的区域协同治理架构，

统筹制定区域协同治理行动方案，明确工业固废跨区域

处置、农业固废流域共治、危险废物应急联动等重点任

务；推动区域内固废处置设施共享共用，统一固废分类、

转移台账、监管标准等关键规范，降低跨区域协同治理

成本；加强试点城市经验的区域内推广，实现治理资源

的优化配置与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形成“上下联动、

左右协同”的区域治理格局。

3.4长效保障体系构建，支撑治理持续推进

从制度、资金、技术三方面构建长效支撑机制，确

保“无废城市”协同治理从“试点突破”向“长效运行”

转型。在制度层面，将协同治理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

考核体系，推动地方出台“无废城市”协同治理相关法

规，以制度约束保障治理稳定性；在资金层面，设立区

域协同治理专项资金，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建立资

金使用精准评估机制，确保资金投向关键治理环节；在

技术层面，依托区域内科研资源建立固废资源化技术研

发中心，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协同治理提供持续

的技术支撑，保障治理机制的可持续性与先进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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